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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枫桥经验”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，一直是中

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、改革开

放和新时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从地方治理实践转变

为一项全国性政策实践，成为建设平安中国和推进社会

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法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19

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曾42次在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中强调

要学习推广、创新发展“枫桥经验”。 [1]党的十八大以

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作

出一系列重要指示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“枫桥

经验”，注重源头治理，建立大调解体系，依靠人民群

众，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。

2 0 2 1 年 ， 中 共 中 央 印 发 的 《 关 于 加 强 新 时 代 检 察

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》明确提出，要“坚持和发展

新时代‘枫桥经验’”，健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，

完善办理群众信访制度，引入听证等方式审查办理疑难

案件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。这为检察机关践行“枫桥经

验”，依法履行刑事、民事、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

能，探索“枫桥经验”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与注重

程序公平和实质正义的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径，提出

了明确的目标要求。

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与检察机关

司法实践的内在联系

从 “ 枫 桥 经 验 ” 的 诞 生 与 发 展 历 程 来 看 ， 在 我 国

的政法体系中，检察机关是与其联系最不密切的政法机

关。1963年，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探索社会治

安群防群治的干群合作模式，创造了“矛盾就地化解不

上交，捕人少，治安好”的“枫桥经验”。1980年代，

枫桥镇创新司法调解模式，依靠群众进行矛盾调解，以

司法机关提前介入的方式，化解社会安全风险，创造了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“枫桥式综治经验”，使得传统以

“阶级斗争”和“敌我矛盾”为中心的斗争型“枫桥经

验”转变为注重“调解人民内部矛盾，防范社会风险”

的 协 调 型 “ 枫 桥 经 验 ” 。 进 入 新 时 代 以 后 ， “ 枫 桥 经

验”不再仅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其价值核心，而是强调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型“枫桥经验”。这意味着检察机

关不仅要具有维护司法公正，监督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

能力，还应当具备参与社会治理、化解基层矛盾和保障

协调发展的能力，将“枫桥经验”的人民性、协同性和

创造性与检察机关的业务工作相结合，进而有效发挥检

察机关的社会治理功能。[2]

从 目 标 上 来 看 ， “ 枫 桥 经 验 ” 与 检 察 工 作 具 有 价

值目标的一致性。依靠人民群众，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是

“枫桥经验”的基本特征。因此，就地化处置和社会关

系的修复是其两大核心要素。这与新时代检察机关追求

“案结事了人和”、实现办案“三个效果”相统一等目

标具有相同的价值指向。更为重要的是，“枫桥经验”

与检察工作不仅强调“治已病”，更注重“治未病”，

注重源头治理和前置介入，以防范基层矛盾纠纷的社会

风险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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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动态治理范式，旨在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

设，防范和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风险。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司法力量，应当

积极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通过检察组织网络的基层拓展，开放包容的检察听证制

度和规范运作的检调衔接机制，打造新时代检察版“枫桥经验”。尽管新时代“枫桥经

验”与人民检察工作的融合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仍需完善检察听证机制，坚持诉外治理

与诉内治理相结合，通过技术赋能检察工作，持续完善融合机制，巩固融合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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